
从私营工商业者的生存态势看其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因

刘德军
( 安徽工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，安徽 芜湖 241000)

提 要: 1953 年到 1957 年，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，有代价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成功地收归
国有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私营工商业者被动接受改造、走向社会主义道路，其原因，一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的改造政策和策略，
加之新政权逐步稳固、国营经济基本建立;二是建国后，私营工商业者在经济上逐渐失去对所属企业的种种权力，政治、社会地
位低下。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生存态势，也决定了私营工商业者最终只能无奈接受改造、走向社会
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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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确立社会主

义制度的关键性一步。在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中，中国共
产党要赎买私营工商业，把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

动者; 而民族资产阶级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企业，被动接受了改

造，选择了社会主义。其原因要从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两个方面
进行分析。

一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共产党相对成功地整合了各方面的社

会力量，为私营工商业者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、经济和技
术条件。

( 一)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新中国政权的日益巩固，为
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政治保证
在国内，经过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运动，工人阶

级领导的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逐渐
得以巩固。党的路线、方针逐渐深得民心，新政府赢得了较高
的威望。在国际上，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
视、封锁新中国，但随着中苏同盟的形成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
主义阵营不断壮大，新中国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。国内
外局势的稳定为对资改造提供了政治保障。

( 二) 国营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农业统购统销的实施，是
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前提
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，逐步掌握了国家

的经济命脉。而且中央政府采取加工订货、统购包销和经销代
销等方式，逐步控制了私营工商业的原料和市场，使其对国营

经济的依赖性大大增强。更有甚者，党中央从 1953 年开始渐
次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和棉花、食油的统购政策，使国营商
业进一步掌控了整个市场，这一政策的实施使私营工商业逐渐

被孤立起来，因为私营工商业与农村及市场的联系在很大程度

上被切断，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改造。毛泽东所言可谓是
一针见血:“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，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
资产阶级。资本家没有原料，国家有原料。他们要原料，就得

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，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。”［1］197 － 198

( 三) 改造策略运用得当，又为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
改造提供了技术条件
策略一: 广泛宣传，消除疑虑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

策的颁布，“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，普遍感到震动和
不安。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，说‘上了贼船’。有的大资本家
在大势所趋下，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，宁愿拿出一个企业

抵债，而不愿实行合营，说‘宁砍一指，勿伤九指’。少数人则以
‘三停’( 停工、停伙、停薪) 、抽逃资金、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
会主义改造”［2］434 － 435。不能否认，私营工商业者中存在的这
种情绪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
针对疑虑，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。北京“就

在工商界代表人士中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，并组织广大

工商业者普遍深入地学习过渡时期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

针政策，以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讲话; 通过学习与实践，首都

工商界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，他们靠拢党和政策，积极传达政

策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; 市

工商联还按行业组织成立了 126 个政治学习小组，进行总路
线、爱国主义的学习和教育，逐步提高广大会员的思想觉
悟”［3］。在湖南，“衡阳市组织 4080 户、人数 4466 人( 占全市
私营工商业总户数的 99． 80% ) 参加学习，接受教育。长沙市
和涟源县则集中在中、上层人士和大户中进行，还有个别市县
按行业举办为期 20 至 50 天不等的学习班。通过教育，私营工
商业者，尤其是工商界的上层人士，对改造方向更为明确，愿意

以积极生产、经营的实际行动，接受改造，为以后的公私合营奠
定了思想基础”［4］。
经过宣传和教育，许多资本家认识到“‘社会主义是大势所

趋，不走也得走’。有的提出要‘积极经营，争取利用，不犯五
毒，接受限制，加强学习，欢迎改造’”; “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
的疑惧、怕挨整而转变为比较开朗”［2］435。
策略二: 循序渐进，逐步过渡。既然和平改造是党中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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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定方针，这就决定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只能是循序渐进、
和平赎买，而不能采取剥夺的方式。党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形
式来逐步实现这一改造。一般来说，第一阶段( 1949 年到 1953
年) ，中央主要采取加工订货的形式，开始控制私营工商业的生

产和销售。第二阶段( 1954 年到 1955 年) ，逐步扩大和实现个
别行业的公私合营，开始实现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内部控制。
第三阶段( 1956 年) ，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。这种循序渐进
的方式不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，同时又能使资本家有个逐渐接

受的过程。
策略三: 合理安排民族资本家。这种安排主要体现在政治

地位和工作岗位两个方面，毛泽东要求这两个方面都要“要统
统安排好”［5］495。他特别强调: “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
爱国主义教育，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、愿
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、先进的资本家，以便经过他们
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。”［5］292 － 293无疑，在改造的同时，党要合

适安排部分较有代表性的、进步的私营工商业者的工作，以减
少阻力，以促进改造的顺利开展。如重庆的温少鹤、杨受百、陈
叔敬就因拥护改造而成为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，北京同仁堂

的老板乐松生也由于要求进步、积极参加改造而成为北京市副
市长。
同时对私营企业中的普通工作人员，党也按照“量才使用，

适当照顾”的原则妥善安置。1954 年，重庆市工商联专门“举
办专业资方人员学习班，吸收人员 217 人集中学习，为期 8 个
月，之后，除自愿退休者、年老体弱无子女顶替者外，有 148 人
先后调进 10 个国营公司工作”［6］。
策略四: 切实保障私营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。从 1953 年

起，党中央就针对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润采取“四马分肥”的分配
方式，即资本家所得、纳税、公积金和职工福利费各占四分之一
左右。而在改造过程中，党又按照私营工商业资产总额给以
5%的利息的方式进行赎买，一开始是 7 年，后又延长了 3 年，
一共是 10 年，到 1966 年才停止付息。“在这个过程中，国家先
后以‘四马分肥’和定息的方式，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，付给私
营工商业者三十多亿元，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。”［2］459

正如毛泽东所说: “出这么一点钱，就买了一个阶级。这个政
策，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。”［1］337私营工商业者在获得定息的
同时还领取工资，因此其经济收入基本得以保证。

二

虽然 1949 年多数民族资产阶级选择留在大陆，但民族资
本家对于新社会究竟如何对待自己、自身和企业的命运如何，
心里还是没有底的。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中，私营工商业者
的生存境遇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? 而这些变化又对他们走

向社会主义产生了哪些影响呢?

( 一) 建国后私营工商业者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
新中国建立初期，虽然在意识形态深处与民族资产阶级有

基本的矛盾，但出于发展生产的需要，仍然承认后者在一定的

时期内，还是有可能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。不过，党中

央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，并不是没有限制的，这种限制表

现有二，一是全力壮大国营经济部门; 二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

初步的清理。
这种清理是与私营工商业生存空间的日益缩小相伴随的。

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加强对工商团体的控制。党中央鼓励工商
业团体组织工商联合会，同时要控制工商联合会的组织运作。
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党不仅要求公营企业派代表参加，也要求

企业根据人数推派代表，参加工商联合会的领导机构。公营企
业的代表自然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，而且他们往往通过联合中

小企业选出的代表来左右政策，所以他们的控制力不能以其所

得的席位来衡量。大商人或大企业主虽然能够勉强取得工商
联合会的一定席位，但却失去了实际控制权，这种控制权逐步

转移到公营企业的代表与部分党团员组成的代表手中，最终实

现了党和政府对工商联合会的控制。
不仅私营工商业者不能控制工商联合会等团体，就连对自

己的企业也逐步失去经营能力，这种情况在“三反五反”运动中
表现尤甚。在运动之中，党和政府就“通过工会，逐渐限制资本
家的人事调配、经营管理权和利润分配”［7］727。而运动之后，
私营工商业者就已经基本失去了对企业的人事任命、生产经营
和财产处分的权力。
除了掌握工商团体以外，党也通过积极帮助私营工商业，

提高政府对私人工商业的原料、市场等要素的控制，缩小他们
的生存空间。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需要资金，政府便及时提供
贷款; 民族资产阶级需要原料和市场，政府就通过加工订货、统
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等方式来解决他的实际困难。私营工商业
者得到了帮助，但也让出了企业独立生存的基本条件。政府甚
至有时干脆进一步以公私合营的方式，取得对个别私营工商业

的实际控制权，由此造成了私营工商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日益

严重。“仰赖国家供给原料和包销产品的私人企业，在私人企
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率，1951 年是 43%，1952 年初五反运动时
提高 为 56%，到 年 底 五 反 运 动 结 束 时，又 提 高 到
62%。”［8］627 － 628

私营工商业业主为何愿意接受中共的帮助或接管呢? 这

主要是与他们所处的困境有关。建国初期，许多私营工商企业
面临破产。后来，虽然经济迅速恢复，但有些私营工商业仍不
时面对经济的困境。到了“五反”运动时，不少私营工商业遭受
巨额罚款，以致负债累累，无法经营。为了生存，这些私营工商
企业不得不接受政府的帮助。

1953 年 9 月，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，开始正式对私
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。虽然，多数私营工商业者抱着观
望、怀疑，甚至心存侥幸的态度，但迫于经济困难，大多数人还
是期望改善与政府的关系。党和政府则继续以加工和包销的
方式，帮助他们度过危机，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私营工商

业企业的生产要素的控制。在北京市，“当年有 35 个行业的
4450 多家私营工厂( 总数的 63% ) ，因为经营困难而接受国家
的加工订货。其中机制面粉、机器制造、棉纺染织、橡胶制品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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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若非接受国营企业帮助而为其从事加工，便将产品交由其

包销。在机器制造、油脂加工、化学制药三个行业中，加工订货
的比率分别占 69． 2%、61． 8%和 51． 3%。它们的产值为私营
工业总额的 64%”［9］。
同时，政府也扩大国营商业体系，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粮

食的统购统销。这一政策的原始出发点是由政府控制足够的
粮食，以免私人粮商囤积居奇，造成价格波动。直接后果是私
营粮商没有粮食来源，失去生存空间。政府严格禁止私营粮商
到农村购买粮食，又同时实行严格的销售制度，只允许小商人

在政府的管理下，从事加工和代销粮食。政府控制粮食的主要
来源后，又于 1953 年底、1954 年初先后实行粮食、棉花和食油
的统购统销。9 月，又实行棉布统购统销。由于上述措施，原来
在市场自由流通的粮食、棉布、食油等完全消失，“政府所控制
的农副产品也从 57%增加至 70%。国营商业体系的批发业，
市场占有率从原来的 19%激增至 90%，甚至把触角深入到了
零售业，取得 74． 4%的占有率”［8］633。而粮食、棉布和食油商
品等与众多的私营工商企业联系密切，政府在加强控制这些商

品的同时，就意味着对私营工商业控制的加强。
“1954 年 11 月一个月，上海便有 12 万私营商人感觉难以
维持生活。以全中国而言，到 1954 年 4 月为止，约五分之一的
农村私营商人，也就是 69 万户、100 万人被迫转业或歇
业。”［10］153政府也趁此机会扩大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范围，
甚至直接投资，取得经营权，借此扩大国营工商业体系。残存
的私营工商业者发现，如果他们拒绝依附国营工商业体系，则

既无原料，又无销路，更是无法控制经营自身企业的生产，所以

根本无法生存。
( 二) 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声誉不断下降
建国之后，由于我们在各种运动中对资本主义消极性的宣

传，严重打击和损害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地位和信誉。其中最
重要的运动是 1951 年底的“三反”和 1952 年初的“五反”运动。
“三反”的目标是党政军干部，但在其进行过程中，中共严
厉指责资本家展开的“猖狂进攻”，说他们引诱干部、腐蚀干部，
企图夺回政权。而“三反”揭露出来的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
为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。“三反”运动瞬间转向针对私营工商
业者的“五反”运动，矛头直指民族资产阶级。要求他们“坦白
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”，给私营工商业者“给以重大的打
击”［11］21。党中央严厉谴责不法商人，施放“五毒”，危害国家。
中央号召干部群众积极检举和开展斗争，“要抓住他们的‘小辫
子’，把它的气焰整下去”; 要 让它变得“灰溜溜、臭烘
烘”［12］171。
虽然在运动中，党中央将私营工商业业主分为守法、基本

守法、半守法半违法、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等五类，毛泽东估计
“前三类户约占 95%，后两类户约 5%”［11］100，严格控制打击
面。而且对民族资本家中的代表性人物采取了宽大的政策，如
“火柴大王刘鸿生因政治上紧跟党而受到特别优待，退赔款一
下子便由 600 亿元减为 200 亿元( 这里指旧币，1955 年币值改

革时，旧币 1 万元兑换新币 1 元) ; 荣毅仁也由于毛泽东说了几
句好话，所以尽管其承认的赃款是天文数字，也立即摇身一变，

由基本守法户变成完全守法户”［8］639。这些资本家原本以为
自身难保，未想有此反复，对党自然是感恩戴德。虽然他们的
性命得以保全，但尊严和信誉完全扫地，很难再为民族资本家

的功用说上话了。
由于“五反”运动在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打击面之宽，而运动

中发现的私营工商业者的“五毒”行为之严重，再加上一般百姓
中本已存在的“为富不仁”和“无商不奸”的印象，特别是在中
央的大力宣传，这一综合因素对私营工商业者社会信誉的破坏

和打击是严厉的。在运动之后，民众中普遍存在着“资产阶级
是‘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’的认识”; 甚至有的干部群众说: “看
到资产阶级就生气”［13］。
“五反”运动中对私营工商业者不法行为的宣传、声讨，群
众对具体个人的指控，以及私营工商业者群体无可奈何的认

罪，都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声誉扫地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。
( 三) 私营工商业者对出路的认识
上述种种压力也直接导致大批资本家失去了在行业中继

续经营下去的信心，以至于各地的私营工商业者们主动要求把

企业交给政府，实行公私合营。
“武汉的一部分工商户认为，‘反到什么时候为止呢?’‘反
正反光、吃光、花光拉倒’; 有的终日坐茶馆，有的准备卷铺盖下
乡去; 有些老板说:‘宁愿坐牢杀头，也不拿钱做生意’; 华昌鞋
店老板对工人说: ‘好了，我们走吧! 把东西全交给你
们’。”［14］

荣毅仁找到上海市委统战部表示，“申新规模太大，数目太
大，各大城市五反都要向他算账，实在无法应付，希望以厂相抵

或公私合营”。蓬莱区五育工厂资方说:“请政府接收吧! 如认
为五反期间不好看，可仍由我挂名好了。”黄浦区华新颜料号老
板，因职工不同意抽调店内资金还款，就说:“都交给政府经营
好了。”［15］

当然，有一部分民族资本家是真心希望公私合营的。上海
大中华火柴公司经理刘念义( 刘鸿生之子) 说:“政府不赞成私
营厂改为公私合营，是不是怕人家说政府要提早实行社会主

义，我觉得大可不必顾虑，不但我们刘家想公私合营，如荣毅

仁、郭棣活等都有这种希望。”他还说:“公私合营后，政府不要
特别照顾资本家，怕他们吃不消，早上八时上班，下午六时下

班，每天给他们学习，完全和公营代表一样待遇，这样他们感觉

到也是政府人员的一分子。”［16］

由于党中央还未能全盘考虑消灭民族资本主义的问题，而

且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给各地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。为
了发展生产，党中央不得已再次强调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民经

济的一面。但是，不管私营工商业者是否真心愿意接受改造，
但大势所趋，面对着种种生存困境，他们除了选择公私合营、接
受社会主义外，也别无二途。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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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研究私营工商业者被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原

因时要有一个通盘的考量，要从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两个角度进

行分析。
首先，作为改造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改造民族资本家势在必

行，一是建国后新政权的日益稳固、新的工农联盟加强、中苏同
盟的建立是私营工商业者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氛围; 二是国营

经济的建立和支柱地位的形成，以及农业的统购统销的实施割

断了私营工商业同原料、市场的联系，这是他们走向社会主义
的经济环境; 三是党中央在改造的过程中，从实际出发，制订并

实施正确的改造政策和策略，是他们选择社会主义的技术保

证。
其次，作为改造客体的私营工商业者的宿命并无他路: 第

一，消灭资本主义、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，这是一个普遍的认
识，是当时的社会大趋势。建国初期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更
多的是从经济上的考量，即利用资产阶级促进经济发展。但同
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限制也在逐步加强。第二，特别是经过了
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，这种限制达到了顶点，私营工商业者基本
失去了对所属企业的财产所有权、生产经营权和人事调配权。
第三，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宣

传，特别是经过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的宣传，私营工商业者被认
为是“满身污毒”、“无恶不作”、“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”和“臭烘
烘、灰溜溜”的阶级，由此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看不起资产阶级
的认识，私营工商业者社会地位低下，声誉扫地，人人敬而远

之。
正是由于上述主客体因素的互动作用，决定了建国后私营

工商业者艰难的生存境遇。既然民族资产阶级迟早要被消灭，
民族资本家又逐步失去了对企业的主要权利，其社会地位日益

低下，再加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，所以对于他们而言，

除了要求公私合营之外别无他途。通过公私合营，既有代价地
实现了私营工商业者生产资料的国有化，又使私营工商业者摆

脱了企业窘境这个包袱，还使私营工商业者从之前的剥削者摇

身一变而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。这正是
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被动而又和平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次

社会历史原因，亦是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痛苦而又无奈选择的

结果。正如周恩来所说:“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起了决定
的作用，人民政府大力地优先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合作社

经济，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，使资本主义经济一步一步地

变为受国家管理的、受国营经济领导的、受工人阶级监督的国
家资本主义经济，再加上其他条件的配合，就使得民族资产阶

级只能接受改造，通过和平转变，走社会主义道路。”［17］248周恩
来的这段话实质上就已经言简意赅地点出了私营工商业者接

受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。
回顾 60 年前这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，

中共继承并发扬了列宁的“赎买论”思想，并成功地付诸实践，
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创举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道路的肇始。尽管这场运动式“改造”过快过急，远远超过了中
共在建国初期的预期设计，也超过了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的心

理承受力，但瑕不掩瑜，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在痛苦和无奈中

浴火重生。反思运动式“改造”的利弊得失及影响，可以使我们
更准确地把握国情，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，对在现阶

段要发展、规范和保护私营经济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
发展不无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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